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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羽的诗学体系 

———回归《沧浪诗话》的文本

李三达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　要］严羽《沧浪诗话》以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尤其是禅宗理论为基础，对一系列诗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继承
并发展了“以禅喻诗”的理论模式，并在此之上建构了一个涵盖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的诗学体系，对后世王士祯等

人的诗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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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羽的《沧浪诗话》不仅仅只是一本诗话，书中
真正意义上的诗话部分（即其中诗评的部分）并不

占重要地位。严羽的独创性集中于开篇的《诗辨》

中，内含许多诗学理论。对于其中的观点是否真如

严羽所说“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

壁、拾人余唾得来者”（《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

书》），以及他是否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学界已有诸

多定论。无可置疑的是，严羽所拈出的“妙悟”说、

“以禅喻诗”说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诗歌批评家

和创作者，这也形成了后世学者不从文本出发而以

神韵、格调、性灵理解严羽的基本论调。由于中国

缺乏西方体系化论著的学术氛围，因此《沧浪诗话》

也如溪水中的沙金一般，只有在仔细的检验后才能

发现其内在的闪光点，而西方已建构的逻辑体系则

正如显微镜一般有助于我们的仔细观察。

　　一　诗学本体论

西方哲学中无论是本体论或是存在论，所关注

的都是外在于主体的世界，而对于这个我们存在于

其中的世界（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主体没有丝
毫改变的能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甚至在人类出

现之前，这就是一个既有的事实。同样地，严羽所

关注的并不是在现存的诗歌中总结出诗之所以为

诗的本体，而是在于通过古诗去述说诗所应是，而

６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作者简介：李三达（１９８６－），男，湖南衡阳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李三达：论严羽的诗学体系———回归《沧浪诗话》的文本

这一述说的根据来自于他的审美经验和判断立场，

众所周知，这一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即是江西诗派的

反面。所以，严羽要述说的是：在他的审美判断下

如何才是“理想的诗歌”。

（一）“诗缘情”———诗学本体论的继承

严羽通过回归诗歌的“情性”传统来批驳江西

诗派的互文性游戏。《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

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别趣之说道尽

了严羽眼中的诗何以为诗。严羽此处是就江西诗

派的诗歌创作而言，总结起来江西诗派主张“取陈

言入翰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也就是注重将

前人的文本化用、推陈出新，这无疑是一种很朴素

的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ｕａｌｉｔｙ）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在当
时语境下不大可能发展出作者之死这一必然的结

论。诗歌的创作沦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呼应，由于

脱离了客观世界引发的感性生命，所以诗歌也变得

更关注对于同样沉溺在文本海洋中的“理”的阐发，

因此“书”之为“材”促成了“理”之为“趣”，两者相

辅相成完成了文本间性的游戏。严羽认为江西诗

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

些诗歌“虽极天下之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这说明

严羽希望通过溯源诗在源初状态中的存在方式来

逃离互文性游戏。

在他看来，“诗者，吟咏情性也”，诗之“别材”

应继承传统的儒家诗学主张。这一点前人已有阐

发，如张宗泰谓：“余则以严氏所谓别材别趣者，正

谓真性情所寄也。试观古往今来文人学士，往往有

鸿才，博通坟典，而于吟咏之事，概乎无一字之见

后，所性不存故也。”［１］３６这种情性不是在文本之间

游戏，而是面对客观世界的生命感发。但是，严羽

并不是简单地继承“诗言志”的说法，而是对“诗言

志”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兴趣”才是诗歌的本质。

（二）“兴趣”———诗学本体论的深化

在一定程度上，严羽所谓的“情性”，其实就是

后文“兴趣”的本质，而以“兴趣”说为核心的诗学

就是严羽所发展的诗歌本体论，他的这一提法是对

儒家传统的阐发。宇文所安认为：“从读者的角度

谈文本的特质就是‘兴趣’：它是一种感染力，它激

活了文本，同时抓住了读者。”［２］４４０这是对严羽的严

重误读，而且是典型地重造了一个虚幻的意图谬

误。因为《诗辨》中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

挂角，无迹可求。”如果严羽将兴趣归为读者，那严

羽为何会指明兴趣的发出者是“盛唐诸人”？实际

上，严羽关注的是作者从周围世界感发兴趣，并将

这种“兴趣”融入文本的过程，而不是读者反应的过

程。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赋、比、兴”传统来看，

“兴”者诚如《诗集传》所言：“先言他物，以引起所

咏之词也。”而对于“趣”，则可参照叶适《水心集·

跋刘克逊诗》：“怪伟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语之

外。”［３］另外，与严羽交好的戴复古在《赠二严诗》

中的《论诗十绝》谓：“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

文字传。”这都说明，“趣”指向的是“言有尽而意无

穷”，所以才会说：“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许

印芳《沧浪诗话跋》云：“严氏虽知以识为主，犹病

识量不足，僻见未化，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

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唯在兴趣，于古人通

讽谏、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会。”显

然许所以为的“趣”则全然是禅趣，所以才会指责严

羽于美刺、劝惩无所理会，殊不知倘若此处趣即是

禅趣，那后文“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也是禅

趣么？因此，此所谓趣乃是指读诗反复终篇，知道

“着到何处”，并且又并非直陈其着落处而应当“不

涉理路”“不落言筌”。“兴”是指具体客观的事物

指向物象以外的抽象所在，这种所在即是人的情

性，“趣”则是对这种情况的描摹。这种情性的流露

并不是粘滞的，如果直白地通过语言来陈述自己的

情性并不能成为诗，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

中谈到：“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

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

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

必成诗也。”［４］１０７所以，严羽认为“兴趣”的关键在于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

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正意味着不显露地

从具象指引到抽象，因此隐藏在诗歌语言中的不只

是具象还有不着痕迹的抽象的意和性情。这一点

已经非常接近象征主义了，这也是钱钟书先生不断

在《谈艺录》中将严羽与白瑞蒙（ＨｅｎｒｉＢｒｅｍｏｎｔ）以
及瓦莱里（Ｖａｌｅｒｉ）相比较的原因。

（三）郭绍虞对“兴趣”的误读

从这个角度看来，郭绍虞对严羽的批评也是脚

跟未点着地的。他首先引朱庭珍《筱园诗话》指责

严羽：“挟枯寂之胸，求渺冥之悟，流连光景，半吐半

吞，自矜高格远韵，以为超超玄著矣，不知其无物，

转坠肤廓空滑恶习，终无可医也。”并且认为这句话

“正指出了这种脱离现实的妙悟，必然会造成这种

的诗风。”［１］４３实际上，如朱熹所揭示的“兴”的意义

中就明确指出“先言他物”，也就是包含了引发情感

的事物。因此，郭绍虞指责严羽脱离现实是武断

的，是将“兴”的含义单独地囿于情性这一“兴”的

结果，这也是性灵派、神韵派的滥觞。郭绍虞认为：

“从兴比言诗，而有所悟入，所以孔子称商赐可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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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从兴比评诗而体会入微，所以议论道理全是活

句，指陈发露仍合诗教。以此言悟，悟原不离于现

实。若从兴趣言诗，则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尽管说

得头头是道，总不免英雄欺人，因为这种讲法，是教

人不可捉摸，无从下手的。”［１］４３郭绍虞在此逻辑不

甚清楚，如何“兴比”之“兴”就是“不离于现实”而

“兴趣”之“兴”则是“英雄欺人”？其实，他忽略了

“兴趣”之“兴”而单论其“趣”，那结果自然如吴乔

《围炉诗话》云：“作玄妙恍惚语，说诗说禅说教俱

无本据。”可是，严羽对于“兴”的关注并不只有这

一处，后文还有曰：“且多务使事，不问兴致”，同样

是强调“兴”，这说明了“兴”在严羽诗论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兴趣”和“兴比”于其同处看都强调由

具体事物感发而产生“情”和“意”，而于其不同处

看，“兴趣”强调在诗歌的语言中并不直接体现

“兴”的结果，而是注重“言外之意”。从《沧浪诗

话》的文本出发也同样可以得到证明，《诗评·九》

云：“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

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

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可见与词和理相对的就

是“意兴”，“趣”只是兴的效果：不粘滞，不着相，超

脱于语言文字之外。“词”指的就是诗歌的语言；

“理”指的是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义理，这种义

理直白而缺乏蕴藉；“意兴”之意既可以是理也可以

是情而非如郭绍虞强言“意”便是“理”，这在《沧浪

诗话》原文中可对证，“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

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诗评·

四五》）这里的“意”显然不是指的理而言。

（四）刘若愚“入神”说———形上本体论的谬误

《诗辨》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

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

盖寡也。”对此处理解最为精到的当属钱钟书先生，

他在《谈艺录》中谓：“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

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选色有环肥燕瘦

之殊观，神譬则貌之美而玩赏不足也；品庖有蜀腻

浙清之异法；神譬则味之甘而余回不尽也。必备五

法而后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后可以入神。”［４］１０９入

神的境界仿佛《庄子》中所谓庖丁解牛、佝偻者承

蜩、梓庆削木一般，是对诗歌进入极致的描述。如

果将之与“兴趣”说联系起来看则是不论诗歌风格

是“优游不迫”或“沉着痛快”，也不论诗歌居于“九

品”中的任何一品，只要达到词、理、意兴相融洽而

且能如“金?擘海”“香象渡河”般有透彻之悟便是

入神。如郭绍虞所言：“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

求’云云，即是入神的境界”［５］，明显有误，因为此

句上半句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指的是一种在盛

唐诸人中普遍的现象。入神之境界则唯李杜二人

得之，且若承蜩者、庖丁一般技通于神而得道，其他

人虽有佳篇入于神，然就诗人整体而论终未入神

也。刘若愚认为：“可是不管将‘神’解释为物之

‘ｓｐｉｒｉｔ’（精神）或‘ｅｓｓｅｎｃｅ’（本质），或者’ｄｉｖｉｎｅ’
（神圣）和’ｇｏｄ－ｌｉｋｅ’（如神），入神包含超越或透
过物质世界的意思，而且，严羽既然认为这是诗之

极致，他对诗的概念至少有一部分是形上的。”［６］５６

刘若愚提出了严羽诗学的另一种本体论即形上本

体论，这同样是削足适履，为了迎合自己的理论体

系所加入的臆断。

　　二　诗学认识论

严羽《沧浪诗话》不但提出了诗歌本体论问题，

而且以对传统儒家理论的诠释和阐发重新作出了

回答。但是这一理论问题并不是在著作发端提出

的，作为发端的则是严羽诗学的认识论。所谓认识

论即是对如何认识本体的回答，受时代所限，严羽

在这条路上最终走入了直觉主义，他提出以“识”和

“妙悟”来通达诗之本体，它们又分属鉴赏论和创作

论。在严羽看来，鉴赏论应当在创作论之前，只有

具有“正法眼”方能作出好诗。对于严羽诗论中的

两种倾向，郭绍虞是有所察觉的，他认为：“即就沧

浪所谓妙悟而言，所悟的可不止一端，因此即以诗

禅相喻，亦可生出种种歧义。不仅如此，即就沧浪

所谓妙悟而言，亦可别为二义。一是第一义之悟，

即沧浪所谓：‘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

义’之说。又一是透彻之悟，即沧浪所谓‘有透彻之

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之说。”［１］２０但是他的理

解仍不透彻，如果从认识主体的区别来看则能看出

两种悟之区别。吴调公《读 ＜沧浪诗话 ＞诗札》说
妙悟有两义：“一指创作而言，偏于‘灵感’；一指鉴

赏而言，体会古人。”［７］虽然此处着眼于“悟”之主

体，但是都没有深刻把握住“识”与“悟”的微妙

关系。

（一）《沧浪诗话》的鉴赏论

严羽《沧浪诗话》的鉴赏论统观之当包括两个

部分，一个是对“识”的继承，另一个则是对“悟”的

运用，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脱离而论，如果采用现代

的说法，“识”是一种能力，并且是“悟”这一行为的

结果。而这里所谓的“悟”即是指郭绍虞所谓的

“第一义之悟”而不是“妙悟”，“妙悟”则将在创作

论中讨论。

１．“识”与“悟”的关系。《沧浪诗话》是以创
作诗歌为基石来探讨诗话的，对于这一点，处于不

同文化语境中的人有更深刻的感触，如宇文所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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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羽所谓须熟读讽咏的作品称之为“诗歌课程”

（ｐｏｅｔｉｃ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２］４３０，刘若愚也同样认为：“严羽
所谈论的主要是关于如何写诗以及如何评诗”［６］５５

因此，严羽才会在开篇第一句说：“夫学诗者以识为

主”，他的逻辑自然是只有在知道什么是好诗之后

才能创作出好诗。“识”的出处据郭绍虞考证也非

严羽“实证实悟”得来，而是他拾江西诗派余唾得

来，范温《潜溪诗眼》引黄庭坚：“故学诗要先以识

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

入道。”严羽这一对批驳对象的化用也颇遭人诟病。

严羽又云：“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

至，亦不失正路。”这里的“悟”等同于“学者须最上

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中的“悟”，而这些都只是

“悟”而并非“妙悟”。（对于这一点郭绍虞在早期

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措辞颇为注意，但在《＜沧
浪诗话＞校释》中则一概而论之则谬也）这里可以
看出“识”应当是“悟”的结果，但是并非只是靠

“悟”还需要“学”才行，这种“识”就通于康德所谓

的审美判断力。

２．“识”的对象与“悟”的对象。严羽有言：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

音节。”这就是严羽所谓识最主要的“对象”，其余

诗之“九品”“用工”“大概”都是细分或者从不同角

度来看的“识”之具体内容。陶明?《诗说杂记》卷

七：“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

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

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７］这

种说法颇多附会之疑，严羽本身的阐发也颇多语焉

不详处，但是可以看出来的是陶明?发现兴趣与其

余各部分的关系仿佛是精神与肉体之关系，这也说

明“识”的对象应当包括本体和现象两个部分，但是

限于时代原因，严羽还未能作出如此细致的区分。

这种区分在《诗法》《诗评》中颇多印证。如论

体制则有：“辩家数如辩苍白，方可言诗。荆公评文

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诗法·十八》），论气

象则有：“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

同”（《诗评·五》），又有：“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

以句摘。”论兴趣则有：“诗有词理意兴”（《诗评·

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

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诗评·四十五》）论

音节则有：“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

声。”（《诗评·四十三》）因此，虽然严羽的诗论看

上去散乱，但是实际上却是有法可循的，但是唯独

对“格力”严羽语焉不详。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到：“至他所谓

‘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与‘入门

须正，立志须高’云云，是以禅喻诗。”［８］这里的第一

义只是比喻，其所指则与大乘、正道、最上乘相同。

也就是指最好的诗歌，而其悟的结果则是“盛唐之

诗，则第一义也。”的确，这也就是后世格调派的滥

觞。后世学者指出他这样做是嚼饭与人，实际上，

他是在提出所悟之结果，而这一结果当是由学诗者

学习并且在自己的悟入中验证的。虽然他比较武

断地说：“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不广，参诗之不熟

耳。”这种论调真如宇文所安所言：“如果与他意见

相左，他就用羞辱来惩罚你”，也就是说“野狐外道，

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这就用一种非

理性的手段维护了自己的理论。

３．叶燮对严羽的错误批评。叶燮《原诗》：“夫
羽言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

全唐及宋之诗，悉陈于前，彼必自能知所抉择，知所

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若云汉、魏、盛唐，

则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亦熟于听闻，得

于授受久矣。此如康庄之路，众所群趋，即瞽者亦

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吾以为若无识则

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

不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汉、魏、盛

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此言初看

在理，但是细究则是对严羽的歪曲。第一，严羽此

处讨论的归向是“学诗者”而并非叶燮这类已然具

“识”之人。第二，既有识，自然可以抉择而并不必

听信于严羽，又何必一一读将下来不知依归呢？这

是叶燮误解了严羽，因为严羽所谓“学诗者以识为

主”当是指的以追求识为主而不是以拥有识为主。

第三，叶燮说汉魏盛唐之诗是众所群趋的康庄之

路，这是完全不顾历史，盛唐诗的经典化是在严羽

推尊之后在历史中形成的，叶燮站在自己时代的状

况揣测则又是误读。况且严羽对此做过说明：“近

世赵紫芝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

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唐宗……唐

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

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

重不幸耶！”可见叶燮对严羽批评流于表面，并未细

究文本。

（二）《沧浪诗话》创作论

“识”不但是《沧浪诗话》鉴赏论的核心，还是

其创作论的基础。严羽所认为的诗歌创作应当是

以“识”为基础，以“妙悟”为核心，以“学”为辅助，

以盛唐为法，以“古人之诗”为归宿。而其中妙悟说

虽非他独创，但是却由他发扬光大，并且直接导致

了后世神韵说的滥觞，也正是从这一点考量，严羽

是向直觉主义倾斜的。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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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妙悟说。《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
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

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

行，乃为本色。”这说明，第一，所谓当行本色正是说

明在源初状态的诗之所是，也就意味着妙悟所通达

的正是诗歌的本体———兴趣。王士?谓：“严沧浪

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无言尤近之……妙谛微

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

可语上乘。”（《带经堂诗话》卷三）从这里可以看出

王士?所谓的“深契其说”恰恰是对严羽的严重误

读，并且将严羽所兴之内容限制在非常狭小的禅理

之中。这种错误非常普遍，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云：“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堕入佛事？”潘德舆《养

一斋诗话》也说：“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

这种论调都以为诗不当与禅相合，可是严羽之所以

说“喻”，也本无相合之意，这也是认为严羽混李杜

为王孟的根本原因。其实，从《诗法》《诗评》大量

篇幅讨论李杜便能清楚看到严羽对“论诗以李杜为

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贯彻。第二，妙悟的结果并

不只有兴趣，还需要包括语言与兴趣融合的混合

体，也就是言象意或者“词理意兴”的混沌不可分割

之诗，这是严羽与其他以禅喻诗者大异其趣的地

方。吴可《学诗》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

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韩

驹《赠赵伯鱼》诗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

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便超然。”似乎

在悟得诗之所是之后便可随手作诗，实际上诚如钱

钟书所言：“诗家有篇什，故于理会法则意外，触景

生情，即事漫兴，有所作必随时有所感，发大判断

外，尚须有小结裹。”［４］２４９这说明仍然需要学识、语

言等相辅助才能成诗，而并非“一悟便了”。第三，

“妙悟”的效果应当透彻。所谓透彻应从“透彻玲

珑，不可凑泊”之意，陆游《跋吕成
"

＜和东坡尖义
韵雪诗＞》云：“字字工妙，无牵强凑泊之病。”这里
可见凑泊指的是牵强散漫地聚合在一起，也就是拼

凑的意思，所以透彻玲珑强调的正是指“无迹可求”

的聚合在一起，这正说明了妙处与诗歌妙合无垠。

另一方面，透彻亦可在后文中得到诠释，如“意贵透

彻，不可隔靴挠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诗

法·九》），揣度此处严羽的意思当是指意义必须深

刻、清晰而不肤浅、模糊，《诗法·十一》有言：“意

忌浅，脉忌露，味忌短”与此可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２．“妙悟”与“读书”“穷理”之关系。严羽又
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这一说法最遭后人诟病。黄道周《书双荷庵诗后》

谓：“此道关才关识，才识又生于学，而严沧浪以为

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此真瞽说以欺诳天下后生，归

于白战打油钉铰而已。”（《漳浦集》二十三）又汪师

韩《诗学纂闻》云：“我生古人之后，古人则有格有

律矣，敢曰不学而能乎？”再有朱竹坨诗曰：“诗篇虽

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材

非关学，严叟不晓事。”关于此，崔旭《念堂诗话》已

作说明：“竹坨但摘上二语讥之，徒欲自畅其说，则

厚诬古人矣。”此说已经道出前诗问题所自，虽然诚

如郭绍虞所言以上称引的“非关学”乃是“非关书”

之误，但是此语虽能暂避问题，而并未真正刺着痛

处。因为无论是“读书”“穷理”都可以看作学，所

以非读书、穷理与言“非关学”说法实际上是一致

的。也有人对严说持赞同意见，张宗泰谓：“余则以

严氏所谓别才别趣者，正谓真性情所寄也。试观古

今来文人学士，往往有鸿才硕学，博通坟典，而于吟

咏之事，概乎无一字之见于后，所性不存故也。”又

有凌扬藻《蠡勺编》谓：“亦有不读书而能诗者，北

齐斛律金不解押名，而敕勒歌乃为诗一时乐府之

冠。”这些说法虽然替严羽辩护，但终究是隔靴挠

痒，只可论证严羽诗学中的本体论部分而已。实际

上此处严羽所意欲表达的是：第一，诗歌之本体才

关于诗之所是着落在何处，而不是像江西诗派那样

掉书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因此对于诗之本体的把握才可以使你所作称其为

诗。第二，严羽还强调了如果要创作出诗之极致也

就是说要创作出好诗来则“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

极其致。”所以，对于“妙悟”“读书”和“穷理”之间

的关系，严羽是非常明晰的，以妙悟为主，仍需“读

书穷理”。

３．“妙悟”与“学”之关系说。为了替严羽申
辩，后世学者也有从“禅”与“悟”之关系入手的，其

中钱钟书先生的论述最为充分和确凿，他在《谈艺

录》中说：“沧浪《诗辨》曰：‘诗有别才非书，别学非

理，而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曰‘别才’，

则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也；曰‘读书穷理以

极其至’，则因悟而修，以修承悟也。可见诗中‘解

悟’，已不能舍思学而不顾；至于‘证悟’，正自思学

中来，下学以臻上达，超思与学而不能捐思废

学。”［４］２３６钱钟书此处着意在从唐代圭峰之论断来

引申补充严羽之说，但恐怕只是凑巧，因为如钱振

?所言：严羽并不知禅，否则也不至于犯“第二义”

与“声闻辟支”“临济”与“曹洞”之误而贻笑大方。

但是，这仍然可以认为是对《沧浪诗话》这一文本的

完善。

４．诗歌创作最高标准的确立与复古。严羽之
所以要确立诗歌最高标准的原因同样是基于《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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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的原旨是对诗歌创作有所借鉴，也许诚如宇

文所安所言：“宋代的诗学越来越关心如何创作伟

大的诗歌。兴趣的转移大概说明了自信心的丧

失。”［２］４３２严羽推崇盛唐之诗，号称“以盛唐为法”，

并标举“汉魏晋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而“独舍汉

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诗辨·

五》）所以可见后世认为严羽有复古之意也不是没

有道理。但是严羽之所以希望不断熟参古诗，原因

并非为复古而复古：第一，熟读前人作品是为自己

创作做准备。《西京杂记》就曾引扬雄言；“读千首

赋，乃能做赋。”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换句话说，学习前人的诗歌乃是学习、体验其

技巧和规则以及体制。第二，严羽以其独到的眼光

发现，诗歌在源初语境下可以生发出更多的可能

性，这也就是他强调“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

上”的原因，这一点在《沧浪诗话》中可以得到印

证，《诗评·四七》云：“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

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

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

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叠字的运

用在诗歌产生的源初状态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后

世逐渐稀少，郭绍虞谓：“可知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

发生距离之后，修辞标准，即不相一致。顾炎武以

为‘河水洋洋’、青青河畔草诸例，连用叠字，复而不

厌，后世无人可继，其原因正于此。”［１］２０１从语言来

分析并没有错，但是终究应该从文化层面上来考

虑，由于正统文化以文言作为载体排斥口语的介

入，诗歌在进入正统文化的中心之后无法再回归到

源初语境，诗歌形式的可能性逐渐萎缩而显得逼

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力量才得到释放，叠字

的使用也得到回归。由此也生发出严羽的致命弱

点，本来这种对于可能性的追溯是正确的，但是由

于他将盛唐诗歌设立为判断的唯一标准，而盛唐诗

歌仍然属于正统文化，所以他所谓“诗之是非不必

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

则真古人矣”则明显是借由传统来判断诗歌之好

坏，这一点正是他弱点所在，即排除了诗歌创新的

可能性也就是落入为复古而复古的窠臼中去了。

故冯班《纠缪》谓：“沧浪之论，惟此一节最为误人”

则是矣。钱振?《谪星诗说》谓：“我诗有我在，何

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为愈乎？”

这一评价虽然对，但显得不是太理性。

总而言之，严羽本来已经触摸到诗歌可能性与

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但终究由于无法脱离自己塑

造的盛唐诗歌之典范而与其失之交臂。但是，在一

定范围内，严羽设定的诗歌标准仍然能够起到鉴别

诗歌好坏的作用（尤其是从严羽的语气来看《沧浪

诗话》很大程度上在教育初涉诗歌的人就不难理解

这种化约的手段了），但是严羽却永远逃不掉“屋下

架屋，愈见其小”的弊病。但是，严羽诗学的体系性

是不言而喻的，每一章节的安排都颇费心机，虽然

也许严羽并没有严格的创作主体与鉴赏主体相区

分的意识，但是潜移默化之中其文本所表现之思路

是相当明晰和透彻的，虽然最终严羽并没有探入语

言论的领域，但终究是完成了对诗学本体论和认识

论问题的回答。这也说明了他之所以能在袭用时

人话头且并不知禅的情况下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原

因。后人或者指出严羽于禅无所知，只是袭用话

头，但又有人指出他以禅喻诗是对正统儒家诗教的

颠覆，最后以至于以为严羽所谓悟之结果就是禅，

可是细究下来，倘若严羽并不知禅，又如何能以禅

理来推翻儒家诗教呢？无论如何，严羽毕竟使得

“以禅喻诗最终走向圆融即最后完成”，在他之后，

“以禅喻诗也成为重要的批评模式”［９］，他在中国

古代诗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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